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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農業生物技術簡述


人類自從學會更有效率地運用植物光合作用以儲存生存所需能量後，就逐漸進入所謂「農業社會」。農業社會之意義不僅是栽種農作物，也包括畜養動物，但畜養動物所需之養分仍是來自植物，因此人類必須不斷學習提升農作物栽種效率。在分析當代農業生物技術之意義時，也不可忽略人類此種最根本的物質需求。事實上，人類在農業社會的早期，就已經開始發現與運用農業生物技術了。因為農業社會的經營行為除了栽種作物及畜養動物之外，還包括儲存食物，此不僅可為寒冷不適植物生長的冬天做準備，也是因應農作可能受天災侵襲的方法。在人類的食物儲存過程中很自然地發現了所滋生微生物的奇妙作用。其後，人類開始用微生物從事釀造、發酵等行為，發展出啤酒、水果酒、起司、麵包、優格等風味的食物。此種利用微生物對食物進行加工製造的行為，就是人類社會最早的生物技術。


另一方面從更廣義的角度言，農業社會中慣常的品種改良行為，也是一種運用生物學原理的人為操作。然而作為本論文探討主題的農業生物技術當然並非古早的釀造或發酵行為，亦非單純的品種改良行為，而是指運用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技術之新近發展，而進行基因（或DNA）層次的操作工程者。農業生物技術不等於重組DNA技術，後者之範圍較小，前者則泛指所有超越選拔培育方式的新方法。

2.1.1.基因轉殖技術簡述

運用生物技術進行植物品種改良可以包含胚珠培養、藥培養或花粉培養、原生質體(protoplast)培養、組織培養、細胞融合、莖頂培養等方法，這些都是縮短品種改良時程的方法（西村実，2001: 94）。例如細胞融合工程可使兩個關連性低的物種之細胞透過電極融合設備而融合為一體，此有助於使雜交品種之創造過程超越既有界限，並大幅縮短時程。此外，這些生物技術大多不僅適用於農業領域，對於醫藥領域也有相通。例如細胞融合技術也是生產單株抗體(monoclonal antibodies)的重要技術。


相對的，重組DNA技術之意義僅限於將DNA片段插入特定載體(vector)之基因序列，然後再植入寄主細胞中複製之工程。也就是利用限制性內切酵素(restriction enzymes)將生物體之DNA分子切割出一塊較小片段，再將此片段利用核酸連接酵素(ligase)嵌合為重組DNA分子。此分子進入宿主細胞後將可合成特定蛋白質。同樣的，重組DNA技術也可以適用於農業領域及醫藥領域，其在農業領域之應用情形將是本論文分析的重點，至於醫藥領域包括基因製藥及基因治療等，在本論文有關生物技術智慧財產權之探討中亦有互通之處。


DNA重組工程之基礎乃是探究出DNA序列與組成蛋白質之氨基酸(amino acid)序列的對應關係。簡言之，以三個字母（核甘）為單位的DNA序列代表了形成一種氨基酸的密碼。透過DNA訊息被轉錄(transcription)為與之等同的mRNA，再將mRNA中的鹼基序列轉譯(translation)為氨基酸序列，就可以在核醣體中形成生物體所需的蛋白質。必須強調的是，DNA序列與特定氨基酸並非一對一的對應關係，而是許多組DNA序列同時為一種氨基酸的編譯密碼（Brookes，1999: 82）。因為氨基酸的總數僅有二十種，而以三個字母為單位的DNA序列則有六十四種之多（4x4x4=64）。


本論文所探討之農業生物技術係針對植物相關技術，因為植物之品種改良歷史與成果比起動物領域更為廣泛，尤其在基因轉殖技術方面也是只有針對農作物之商品化成果，在動物方面仍多處於試驗階段，因此就本論文之關心議題而言，亦即農業生物技術之規範與政治經濟影響方面，仍以植物領域較有探討價值。此外，本論文所謂農業生物技術固然在範圍上包括了細胞融合、組織培養等技術及重組DNA技術，但顯然對後者之討論比較多。因為目前有關基因改造食品之食用安全性疑慮，或是生物技術之專利權爭議，都是與重組DNA技術之發展應用直接相關。

2.1.2.植物基因轉殖技術之應用


與植物相關之基因轉殖技術近年來在農企業大筆投資之下呈現蓬勃發展。然而大致可以將該技術在植物之運用性質區分為以下五類，這五類應用模式不應限制我們對將來基因轉殖技術發展潛力之思考，但現實情形則是大多數農企業都將發展方向限定於重複的領域，這當然與商業營運之邏輯有關，本章下節將有進一步分析。

2.1.2.1.作物改良(Crop Improvement)


隨著全球可耕地不斷減少，農作物必須在較不適合種植之環境下生存，為了維持農業生產力就必須透過作物改良，以增加其對環境之適應性。但目前農業生物技術在此領域之進展仍令人失望，亦即尚未出現令人期待的環境高耐性新品種作物。較著名的一項運用基因轉殖技術所作之作物改良倒是Calgene公司於1994年推出的Flavr Savr番茄，其特色為該種番茄可常保新鮮。


Flavr Savr番茄具有打斷polygalacturinase(PG) genes的表現功能，果實軟化是因為PPG酵素分解果膠，而果膠是植物細胞壁的主要成份。當PG量被降低時，果實保存在植株上較久，較不易變軟，相對地使農產運銷過程中耗損比例較低。

2.1.2.2.抗除草劑(Herbicide Resistance)


雜草有能力和栽培作物競爭營養如水分、光線及二氧化碳，因此顯著地降低作物產量。因此歷年來現代農作就是以除草劑來對付雜草，從1966年到1991年，美國農業部門的除草劑使用量增加超過四倍，總計花費十億美金。問題是很多除草劑無法分辨作物及雜草，因此在使用除草劑之時機及用量上都要謹慎，相對也增加了種植之複雜度。因此農業化學業者就推出了抗除草劑作物。

首先必須瞭解除草劑之運作機制，以Glyphosate類的除草劑為例，此種除草劑會抑制5-enolpyruvylshikimate-3-phosphate synthase （EPSPS）此種酵素的功能，該酵素是製造植物生存生長所必需而含有苯環的胺基酸的必要酵素，所以像Monsanto公司所生產的Roundup系列與其他glyphosate類的除草劑均能抑制EPSPS酵素，使苯環的胺基酸不能生成，阻斷光合作用的進行，因此噴灑此類除草劑會使植物死亡。然而若使用不當也會使所栽種之作物死亡。由於此種除草劑的特性，Monsanto公司利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創造出一段能生成EPSPS的修飾基因，利用載體將此段修飾基因送入作物細胞，並讓此修飾基因插入作物細胞的DNA中。這段修飾基因除了能生成EPSPS外，還包含生成葉綠體轉運蛋白質(chloroplast transit protein)的基因，此種轉運蛋白質能將合成出來的EPSPS從植物的細胞質運送到葉綠體使用，如此可以對抗glyphosate類的除草劑，另外還可以再生。植物細胞的DNA中含有此種基因者，其莖、葉和種子等亦會含有此種基因，所以能不受glyphosate類除草劑的影響。

2.1.2.3.抗蟲性(Insect Resistance)


土壤性細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Bt)許多年來都被當作生物殺蟲劑使用，Bt為一種革蘭氏陽性菌，當生長或營養條件差時，會在孢子囊中形成內孢子，而細胞內產生晶體狀內涵物的副孢子，一旦遭昆蟲幼蟲吞食，結晶蛋白質會對昆蟲造成毒害，此毒素只毒害特定的害蟲。現有基因轉殖作物如Bt玉米或棉花，就是將此種細菌植入作物細胞中，使作物直接產生自體的ICP蛋白質。


除了以Bt基因製造抗蟲作物外，也有其他抗蟲性的選擇，例如植物蛋白質分解酵素(protease)抑制劑，已被證明是有效的殺蟲劑。當此殺蟲劑被昆蟲幼蟲攝食後，會抑制消化酵素，造成飢餓，目前已有實驗將此酵素之抑制基因成功地移轉到煙草（Barnum，2001：191）。

2.1.2.4.抗病毒(Virus Resistance)


許多植物由於病毒性病害，每年單在美國就造成數百萬美元的損失，一般皆以化學藥劑作為協助抑制能散播病毒的昆蟲之用。科學家已經發展出許多種抗病毒的基因轉殖作物，以我國為例就有著名的抗輪點病毒木瓜，亦即以病毒鞘蛋白基因透過農桿菌轉殖進入木瓜細胞中，因而使該作物產生免疫性。此種方法在國外也已經被廣泛運用於其他作物，例如黃瓜、煙草、馬鈴薯等。

2.1.2.5.植物作為生物反應器(Plants as bioreactor)


目前微生物已經被當作有效的生物反應器，以提供更有效率的發酵或其他生物化學反應，將來則可能是利用整株植物作為生物反應器。其方法為將外來基因植入一種植物，可以生產具有醫療及產業上價值的蛋白質。最近大豆已被用以作為反應器，生產不同的具有治療價值之單細胞抗體（例如治療結腸癌）。一般而言，利用植物作為生物化學反應器比起利用微生物或在實驗室操作之費用更低，因此極具商業開發價值。

2.1.3.基因轉殖作物之種類

近年來基因轉殖作物之種植面積日益增加，並進而成為國際農業貿易上的重要議題之一。此乃由於基因轉殖技術之運用大多首先選擇商業價值最明顯之作物種類，以使投入基因轉殖技術研發所能獲得之市場報酬極大化，而這些商業價值高的作物往往也是國際貿易中的重要農產品。此所以目前基因轉殖作物之發展動向對於國際貿易發展影響深遠。除此之外，這些作物中有許多也是發展中國家主要的出口作物，因此基因轉殖技術發展過程中的智慧財產權問題也引發許多關注。以下僅簡述幾項主要基因轉殖作物種類之發展情形（蘇遠志，2000：5-8）。

1) 黃豆：目前在美國上市之基因轉殖黃豆有Monsanto公司之Roundup Ready黃豆，具有抗除草劑特性，以及DuPont公司的含高量油酸黃豆，但後者之種植面積極小，因此市場上的基因轉殖黃豆有99%都是Monsanto公司所生產。該公司種植之黃豆不僅在美國，也包括阿根廷及加拿大等地，尤其在阿根廷之種植面積以超過該國所有黃豆種植面積的60%，成為對該國經濟影響深遠的作物品種。

2) 玉米：從1988年開始，美國之基因轉殖玉米種植面積持續擴大，達720-760萬公頃，亦即玉米總種植面積的22%。其基因轉殖特性有Bt抗蟲性以及抗除草劑兩種，前者約佔三分之二。Novartis公司之Bt玉米品種大約佔所有Bt玉米市場的33%。

3) 油菜：此為加拿大重要之經濟作物，該國目前已有超過50%的種植面積為基因轉殖油菜品種。加拿大現有之基因轉殖油菜品種清一色為抗除草劑特性，以Monsanto公司在加拿大之子公司為主要提供者。AgrEvo公司與Monsanto公司目前正研發新品種之油菜，其目標為油脂與蛋白質成份之改良，Monsanto公司也進行油菜中生產生物分解性塑膠之研發工作。

4) 棉花：棉花是極易受蟲害侵襲的作物，其所使用的農藥有一半是用在殺害蟲（其他農作物僅20%）。全美國棉花一年受蟲害之損失金額達6億4千5百萬美元，因此Bt棉花之推出大受歡迎。

5) 番茄：基因轉殖番茄是最早商品化的基因改造食品，當時名為Flavr Savr，但目前已經停止販賣。此類番茄由於導致細胞壁軟化的酵素已經受到抑制，所以不易腐爛，可有效降低運輸過程中之耗損成本。

6) 稻米：日本國營煙草公司近年來已經研發出一種基因改造稻米，其特徵為適合造酒用之低蛋白質品種；此外，Monsanto公司也研發出抗除草劑特性之稻米，目前這兩種基因轉殖稻米皆進入田間試驗階段。日本政府相關農業研究機構也研發出抗特定病毒的性狀或者是高光合作用性狀之基因轉殖稻米，可見日本在此領域目前發展相當迅速。

7) 馬鈴薯：目前最主要的基因轉殖馬鈴薯品種就是Monsanto所開發之能抗蟲害Coleoptera的New Leaf Potato。

8) 果樹：我國已經自行研發出抗輪點病毒基因轉殖木瓜，夏威夷也有類似技術發展。目前我國正朝向同時具備抗畸葉病毒之雙抗性基因轉殖木瓜研發。

9) 甜菜：這是基因轉殖技術最早運用於根菜類之栽培，其主要之性狀有抗除草劑以及高果寡糖含量之品種。

2.2.農業生物技術產業之發展趨勢
2.2.1.產業環境分析


探討農業生物技術相關問題時，不能僅以廣泛的技術發展為討論對象，更須重視其產業實際發展情形。此是由於不同農作物的相關生物技術未盡相同，而農業生物技術在實際產業運用層面上，則是特別集中於少數幾種農作物。因此我們應該針對這些農作物之特性，及其在農業政策與經營策略上之特殊重要性等著眼點上，才能確實掌握農業生物技術發展之影響。是故本節即針對農業生物技術已經實用化的農作物為探討對象，並兼及相關產業部門之發展趨勢，以作為本論文探討智慧財產權議題及貿易法議題的背景基礎。


截至2001年之統計，全世界種植基因轉殖作物之面積約為四千四百萬公頃，其中有75%的面積是位於工業先進國家。儘管種植面積日益廣泛，但所種植的作物種類仍僅限於四種，亦即黃豆、玉米、棉花、油菜
。從另一角度觀察，目前這幾種作物的所有種植面積中，已經有大約16%皆是基因轉殖作物，可見基因轉殖作物在這些重要農作物市場的擴張速度。更重要的是，在所有基因轉殖作物中，所運用的技術大多集中於兩種技術成果，亦即植入BT基因以使作物產生殺蟲功能，或者是植入可對抗除草劑毒性的基因，使種植者可以噴灑除草劑而不至於傷及作物。由前述事實可知，農業生物技術之實際運用並非充分多元化的發展，而是在作物種類上及作物特性上都相當近似性的發展。


除此之外，目前僅有少數的發展中國家有進行基因轉殖作物的種植，其中除了阿根廷和中國之外，其他國家的種植面積都不超過十萬公頃。就種植作物及特性而言，都不脫前述的侷限性。其根本原因在於，除了中國有自行研發基因轉殖棉花品種廣泛種植外，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是透過以工業先進國家為基礎的跨國公司引進基因轉殖作物，因此當然會受到跨國公司商業發展策略的侷限（Fresco，2001: 2）。


雖然跨國公司積極進行在農業生物技術產業領域之擴張，但由於外在環境諸多爭議，已經使農產品市場出現許多不確定變數，進而引發實際種植者，亦即農民團體之疑慮。以基因改造黃豆為例，美國是世界上種植面積最大的國家，也是第一大黃豆出口國。然而由於作為黃豆主要消費市場的歐盟及日本市場，對於基因改造黃豆之安全性有疑慮，因此實際運用上都是將此種黃豆限制於釀造醬油、作成飼料等等加工食品
。由於其用途受限，因此基因改造黃豆之價格明顯不及非基因改造黃豆
。換言之，除非農民種植基因改造黃豆確實可降低種植成本，否則此種研發成果對農家並未特別有利，僅使跨國公司大獲其利而已。


正因如此，美國陸續有農民團體提出自保之要求。舉例而言，2000年4月「全國家戶農聯盟」(National Family Farm Coalition)就提出對農業生物科技的聲明
，其主旨為要求在目前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仍有疑慮的情形下，政府應限制更多基因改造作物之釋出(release)，同時應對基因改造食品之安全性問題徹底試驗，更重要的是，必須保障家戶農長期以來的獨立自主經營地位，禁止任何對生命體申請專利的管道。


同年5月，在農民團體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美國玉米種植協會(American Corn Growers Association)也對農業部的農業生物技術顧問委員會提出一項提案，內含十六條要求
，其內容包含以下重點：

1、 要求農業部提供給農民公正而平衡的(fair and evenhanded)資訊，以使農民確實了解基因改造作物的利益與風險。

2、 要求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展開對基因改造食品之長期的、獨立的安全測試實驗。
3、 對所有基因改造食品進行強制標示制度。

4、 調查全國種子事業的基因污染情形，以及為何某些非基因改造種子卻混入了基因改造成份。

5、 提供穀物處理業者相關的財稅誘因，促使其改善設備以回應穀物分類的需要。

6、 種子公司應負擔因花粉傳播所導致的基因污染責任，而非由種植者負擔此責任。

7、 農業部應對非基因改造作物之海外銷售付出同等重視與資源，一如他們目前對基因改造作物銷售的努力。

8、 尊重海外市場的購買意願。只要他們仍願意購買非基因改造作物，則不應因為拒絕基因改造作物而受到我國的貿易制裁。

9、 對目前種子產業的集中化現象表達關注，尤其是少數公司控制了種子之生產與銷售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果。

10、 立即停止農業部自身對「終結者基因技術」之研究，因為這是對納稅人金錢的不當使用。

11、 調查農業部與生物科技產業之糾葛，以確保該機關是以農民至上，而非以化學界或種子業之利益為先。
從這些農民團體的聲明可以發現，農業生物技術產業並不僅是跨國公司的產業，更涉及到廣大農民之經濟利益，當然也涉及更廣大消費者的權益。而由於農業生物技術之安全性疑慮一直未獲釐清，且美國政府明顯採取過於寬鬆的管制立場，已經使美國農民團體開始感覺自身處於不利的國際競爭地位。

生物科技之研發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因此跨國公司也期待著龐大的報酬回收，此所以目前只有少數幾種作物及技術運用領域被廣泛使用，因為這是降低投資風險的方法。貿然投入新作物運用，或是轉殖新的基因都必須面臨不可知的研發失敗與市場失敗風險。尤其面對各國日益複雜的管制程序，相對也提高了農業生物技術在進入實用化之前的成本。據估計，一種新農藥要進入市場之前所面臨的管制成本高達兩億美金，而一種新的基因轉殖作物在研發上大約需要三千萬美金，並且要額外加上該作物進入市場前必須面臨的管制成本約六百萬美金。這些成本最終將會轉嫁到農民以及消費者身上（Fresco，2001: 4）。整體而言，由於農業生物技術面臨日益增加的管制成本，以及市場對安全疑慮所形成的商業風險，已經逐漸出現兩個重要的發展趨勢，其一就是企業集團相互合併以解決投資獲利遲緩問題
，其二就是企業研發方向轉向風險性更低的作物種類，以尋求更快速的投資回收。以下簡述此兩大發展趨勢。

著名投資銀行李曼兄弟(Lehman Brothers)首席化學產業分析師Sergey Vasnetsov在2001年曾指出，「基因改造食品的前景已經不再像三年前那樣確定了，企業不再陶醉其中，而成長速度也明顯減緩。企業界過度宣稱其技術突破，卻忽視消費者的疑慮。能直接嘉惠消費者而非農民的新作物，仍要等待三到四年之久。市場不但沒有成長，且投資額比起五年前已經減少了5-7%
。」投資分析師的觀察清楚地說明了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目前面臨的困境。正因如此，一般投資人也不再瘋狂地將資金投入到生物科技產業中，也使得相關企業欲從金融市場募集資金更形困難。因此在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無法突破性成長的情形下，相關企業不得不走向合併一途，此在本章下節有關產業集中化發展之分析中將進一步詳述。

除了美國之外，以歐盟及日本為主的工業先進國家也將農業生物技術開發視為重要產業政策。然而由於此兩地之消費者比美國當地有更強烈的質疑，因此相關產業政策及企業投資活動往往陷於矛盾情境之中。在政府政策上一方面要加強管制生物技術之環境風險與食品安全風險以回應民眾之要求，但另一方面又要維持本國產業技術競爭能力；在企業投資方面亦然，必須兼顧技術競爭與企業投資風險。在此種情境下，日本就發展出比較特殊的研發策略。亦即同時追求技術研發成果並兼顧短期利潤回收。以目前日本業界較著名的農業生物技術投資集團，Suntory及Kirin Beer為例，皆是將研發重點置於康乃馨等花卉事業，因為此種農作物非用於食用，因此沒有安全性疑慮，將來在商品化過程中不論是管制面或市場反應上都比較沒有阻力。同時此種開發過程所累積的技術實力，也很容易可以轉用到其他作物上。同樣的，Toyota自動車會社也成立了花卉種苗生產會社，投入花卉之生物技術開發（西村実，2001: 110）。

然而就長期而言，真正龐大的市場仍是穀物市場，因為穀物是全球消費量最大的農作物，尤其是小麥和稻米，然而這也是目前尚未商品化的重要農業生物技術領域。日本的農林水產省農業生物資源研究所及農林水產先端技術研究所很早就著手從事稻米基因組解析之研究，並於1994年領先全球完成稻米之染色體上基因位置標示，因此受到國際矚目。截至2002年7月為止，在日本申請田間試驗之基因轉殖稻米就有四十一種之多，其中主要為抗病菌、抗除草劑、低蛋白質含量（供造酒用）以及高光合作用（高澱粉質）性狀之品種
。稻米之染色體數有十二對，約有三萬個基因，而其全部的鹼基配列（DNA序列）約有四億三千萬個，雖然要完全解析其基因組仍須時日，但相較於小麥有十六億的鹼基配列而言仍是比較容易的，因此稻米已經成為國際間最重視的先端研究對象。對歐美國家而言，雖然其主食為小麥，但基於穀類作物基因組織共現性，稻米基因組之解析結果很可能對小麥之研究有直接之幫助，因此歐美科學界亦相當重視稻米基因組解析。然而對稻米的基因研究，隨之而來的是專利權問題，此已經引發許多亞洲國家的疑慮，認為此可能對亞洲國家之糧食安全造成重大影響，本論文將於第四章對此有進一步之探討。

2.2.2.產業集中化發展分析
近二十年來，以美國為主的農企業經歷了多次大併購風潮，如今回顧則大約可區分為三大時期，分別是水平整合時期、垂直整合時期以及跨業整合時期。第一階段發生於1980年代，主要是種子公司的相互併購，形成明顯的種子企業集團化現象；第二階段則是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主要是農業化學業者透過併購生物科技公司及種子公司，形成上下游結合的農業生物技術集團；第三階段則是發生於1990年代末期，主要是醫藥企業集團與農業集團之跨業合併。這些合併案的金額都非常龐大，因此當我們強調生物科技產業是一項高投資的產業時，其投資金額確實十分龐大，但並非都用於研發成本，其實有極大部分是用於併購其他企業之所需。畢竟這些併購活動所產生之商業效益，有時遠遠大於自行投入研發所能獲得的報酬。以下即分別說明此三階段併購之背景。

水平整合時期

種子產業原本不是什麼賺錢的生意，因為種子大多可以透過農民繁殖而產生下一代，繼續供種植使用，亦即只要農民自行留下所收穫的部份種子，即可不必再向種子公司買新種子。此種情形使得種子研發不甚具有商業利益。長久以來，各國也大多是以政府部門作為持續蒐集種原及研發新品種的主要機構，並且免費或低價提供給農民種植。直到1935年雜交種作物問世，其所具有之高產量及子代基因分離現象，使農民必須每年向種子公司購買新種子，也才促使種子事業逐漸興盛起來。但雜交技術所能運用之作物品種有限，因此真正使種子產業變得有利可圖的仍是1960年代以後各國逐漸採行的育種家權利制度(Plant Breeder’s Rights)
，亦即賦予植物育種家特定之權利內容，可享有繁殖、銷售該繁殖材料之權利。

美國也於1970年制定了植物新品種保護法(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Act，簡稱PVPA)。必須強調的是，由於UPOV容許農民可自行留種，因此如何打開種子市場之商機仍然是種子公司最關心的問題。以美國為例，自1970年PVPA制定以來，各家種子公司與其說是將資金投注於研發新品種，以提高產量或作物品質，不如說主要仍是著眼於市場行銷。根據Kloppenburg之研究，美國在1980年代的種子市場並未出現許多更好的作物品種，而是出現更多品牌的，讓農民有「更多選擇」的不同種子與種苗，以誘使農民購買新品種（Kloppenburg，1988a: 151）。

對於這個時期所出現的種子產業水平整合現象，可以從研發的生命週期理論(Innovation Lifecycles)加以理解。簡言之，正因為種子市場充滿不確定性，各家公司所研發之新品種競相表現，經過一段期間後有些品種在市場上大獲成功，有些則是慘賠。此後各家種子公司必然會將研發方向調整到已經有成功經驗的新品種上，針對可能導致其成功的產量、抗病性或耐氣候性等因素繼續研發。如此一來，不僅市場上的種子新品種會迅速減少，相對的種子公司數目也會減少。此所以美國種子企業在1980年代出現集團化現象，此種集團化現象意味著種子事業經歷了實驗階段，已經進入市場穩定化，產品標準化的階段。


垂直整合時期


育種家權利制度並不能完全滿足種子產業發展之需要，因為其中的農民自行留種以及研究者免責等條款都限制了其權利範圍。此種情形在1985年美國司法實務首次承認植物發明可申請專利權開始，出現了歷史性的轉折
。專利權對種子企業所產生之商機極為龐大，不僅在權利範圍上不受前述免責權之限制，並且可以對育種方法取得專利，因此引發更大的資本力量進入。另一方面，農業生物技術之發展也開始走向實用化之可能性，因此這兩大發展皆對種子產業形成新的衝擊。


農業生物技術是一項必須結合複雜企業網絡的產業。因為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多半專注於基因工程之技術開發，並且可將其技術成果授權給農業或醫藥界企業運用。至此為止距離農業生物技術之產品化還有一大段，因為相關企業必須將生物技術結合農作物之既有研究成果，並且進行作物市場評估，以及如何結合周邊商品（例如農藥、肥料等）。這種複雜企業網絡很容易使得企業間的交易成本大增。舉例來說，某項生物技術突破性發展卻可能要經過十年才能結合農業研究並取得商品上市，則眼前如何去評估該項技術所具有的潛在商業價值呢？如何決定授權金之合理範圍呢？垂直整合可以有效降低此種交易成本。


此時期的垂直整合現象乃是農業化學界與生物科技界以及種子產業界的結合，形成上下游產業的結合。而主導此項垂直整合的則是農業化學界，主要是DuPont和Monsanto兩大集團。為什麼農業化學界可以主導此項結合，當然是因為其財力雄厚。由於生物科技是新興風險產業，因此相關公司往往是高投資，低回收，很容易出現財務困難。另一方面，種子公司由於過去並未受到專利權保障，且種子市場受農民留種之限制以致商機不夠龐大，因此形成多家公司但規模有限的局面。相反的，農業化學界（主要為販售殺蟲劑、除草劑、肥料）不僅市場龐大（此與農業現代化模式有關），並且其產品又受到專利權明確保障，很快地累積了充裕資金。本章下節將說明農業化學界積極轉型進入農業生物技術產業之動機，但從表2-1我們可以發現此兩大集團不斷地以龐大金額併購了各大種子公司與生物科技公司之事實。

表2-1：1993-1998年間農業化學企業併購種子企業之情形

	併購者企業
	國籍
	被併購企業
	國籍
	併購金額
($Millions)

	DuPont
	US
	Pioneer
	US
	9,400

	Monsanto
	US
	Dekalb
	US
	2,300

	Monsanto
	US
	Delta& Pineland
	US
	1,900

	Monsanto
	US
	Cargill Seed International
	US
	1,500

	Monsanto
	US
	Holdens
	US
	1,000

	AgrEvo
	Germany
	PGS
	Belgium
	770

	Monsanto
	US
	Calgene
	US
	700

	Monsanto
	US
	PBI
	UK
	550

	Dow
	US
	Mycogen
	US
	622

	Monsanto
	US
	Asgrow Agronomics
	US
	240

	Monsanto
	US
	Agroceres
	Brazil
	220

	Monsanto
	US
	Agracetus
	US
	150

	Zeneca
	UK
	Mogen
	Netherlands
	70

	Mycogen
	US
	Dinamilho
	Brazil
	12

	DuPont
	US
	Dalgerty
	UK
	N/A

	DuPont
	US
	Hybrinova
	UK
	N/A

	DuPont
	US
	Cereals Innovation Center
	UK
	N/A


資料來源：University of Missouri Agrobiotechnology Database


此種投入大量金額的併購，對農業化學企業希望轉型為農業生物技術企業而言，有著極關鍵的功能。舉例來說，Agracetus此家種子公司，曾分別於美國及歐洲獲得基因轉殖黃豆及基因轉殖棉花的專利權，而且其專利權範圍十分「周延」，可謂適用於所有基因轉殖黃豆和棉花，無論是以何種轉殖技術，或植入何種基因皆為其權利範圍
。因此Monsanto以一億五千萬美金併購了Agracetus，一點也不算貴。Monsanto於1995年推出基因轉殖作物Roundup Ready黃豆品種，並於1996年推出基因轉殖棉花，皆是宣稱可抵抗該公司除草劑產品Roundup之作物品種。如今不只使該公司在全球基因轉殖作物的市場佔有率高達94%，其搭配銷售的除草劑更是大發利市。


跨業整合時期


如果農業生物技術產業是個大金礦，那麼跨國公司以龐大資金進行企業併購必然是值得的，然而事情並非如此順利。就在基因轉殖作物開始商品化不久，從歐洲開始發起，進而蔓延到美國的種種反基因改造食品運動也日益熾烈。這些異議團體主要訴求包括三方面，第一是基因轉殖作物可能造成生態之破壞，也就是生物安全(biosafety)問題；第二是基因改造食品可能造成消費者食用上之安全疑慮，也就是食品安全(food safety)問題；第三則是這些技術不僅無法幫助貧窮與飢餓的發展中國家，反而可能更擴大經濟差距，使糧食生產更加控制於跨國公司手中，形成全球糧食安全體系更不穩定，這也就是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問題。面對這種種質疑，農業生物技術公司並未能給人滿意的回應，反倒是不少美國農民團體已經開始警覺到種植基因轉殖作物的市場風險，因此要求政府對基因轉殖作物之安全性加強管制。另一方面，由於國際市場上基因改造食品的價格明顯低於非基因改造者，因此不少農民放棄種植此類作物，回歸傳統作物品種。


基因轉殖作物市場近年來不增反減之現象，使投入龐大研發與併購資金的跨國企業深陷泥沼之中。例如Monsanto就因為大舉併購種子公司及生物科技公司而負債八十五億美元，又面臨許多有關其污染環境之訴訟，以及銷售市場不增反減的窘境，不得不於1999年12月宣佈接受另一醫藥跨國公司Pharmacia-Upjohn的併購
。類似的情形也出現於其他農業生物技術公司。

為何是醫藥集團對農業生物技術集團進行併購？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生物科技運用的兩大領域就是醫藥與農業，而其中有許多可相通之處，亦即某項生物科技研發成果往往可以同時具有醫藥與農業兩方面的商業價值，因此此兩大事業部門之結合可以產生企業經營之「綜效」；另一方面，由於醫藥事業是已經成熟的產業，各大集團多半擁有許多暢銷商品可提供企業穩定的獲利來源，其處境當然是比農業生物技術企業好得多了。當農業生物技術企業正愁於市場拓展不利時，與醫藥集團結合正可以藉由其穩定的產品線作為持續技術研發與投資的資金來源。


經過此番跨業整合後，全球主要的農業相關與醫藥企業逐漸形成集團寡佔化，從表2-2我們可以發現農業化學業營收前幾名的企業集團，同時也在種子產業及醫藥品產業中佔有領先地位，而其中又以Syngenta以及Pharmacia兩大集團最明顯地取得跨業領導地位。而DuPont原本是醫藥與化學公司，因為以九十四億美金收購了全球第一大種子公司Pioneer Hi-Bred，而成為種子企業龍頭，同時卻又以七十八億美金賣掉醫藥部門，除了顯示其已經決心從醫藥產業轉型成為農業集團之外，這買與賣之間也是個巨大的賭注
。究竟農業生物技術產業是個大金礦，抑或是個大錢坑呢？或許這已成為集團老闆以及眾多投資人心中最大的疑問了。

表2-2：種子、農業化學與醫藥集團結合情形

	生物科技集團
	農業化學營收排名
	種子營收排名
	醫藥品營收排名

	Syngenta
	1
	3
	4-AstraZeneca

7-Novartis

	Pharmacia
	2
	2
	8

	Aventis
	3
	10
	5

	BASF
	4
	未列名
	以六十九億美金賣掉醫藥部門

	DuPont
	5
	1
	以七十八億美金賣掉醫藥部門

	Bayer
	6
	未列名
	18

	Dow
	7
	7
	未列名


資料來源：ETC Communique, July/August 2001


是金礦還是錢坑，這個問題不是單純的技術發展問題，而是政治經濟學問題，該問題的解答即須視外在環境而定。目前農業生物技術產業面臨的兩個重要外在環境分別是市場接受度問題，以及政府政策的開放性問題。如前所述，目前已有許多對農業生物技術之質疑，這是對其產業發展不利之因素，另一方面，歐美國家的政策卻是相對較有利於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的因素，此點尤其表現在專利權授與的態度上。例如美國國會為了解決生物科技發明所面臨專利要件中之「非顯而易見性」要件是否構成之爭議，於1995年通過增訂專利法103條(b)款，放寬在生物科技申請案件中對此要件之認定標準
。從前述農企業發展過程可以發現，專利權等於商機之保證。而歐美國家在政策之開放立場將是確保農業生物技術產業成為金礦的重要因素。從表2-3可知，目前美國農業生物技術相關專利大多已經掌握在幾大企業集團手中，而這也是為何跨國公司積極跳入錢坑的主要誘因。

表2-3：美國農業生物技術專利之企業分布

	企業名稱
	專利數目
	所佔比例

	Pharmacia
	287
	21%

	DuPont
	279
	20%

	Syngenta
	173
	13%

	Dow
	157
	11%

	Aventis
	77
	6%

	Grupo Pulsar
	38
	3%

	Others
	359
	26%

	總數
	1370
	100%


資料來源：ETC Communique, July/August 2001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單純以資本擴張或控制作為分析基礎是有其侷限的，因為這樣的擴張過程必然受到外在環境與歷史條件之限制。因此本文認為必須更進一步從農業生物技術之形成與發展的政治經濟背景加以分析，才能完整理解此所謂外在環境與歷史條件之意義。事實上，此種背景因素不僅會成為影響資本形成之因素，同時也會影響相關技術架構之形成，此即為本文下述兩節之分析重點。

2.3.農業生物技術對工業國家之意義

2.3.1.歐美農糧體制之建構與危機

糧食生產與消費體制，自古以來就是重要的政治問題。而農糧體制之建構，則不折不扣是個發展議題。我們只須了解到一個事實：作為當前主要工業發達地區的美國、加拿大及歐洲，同時也都是農糧生產大國，就可以體認到農糧體制一直是工業社會發展的支持後盾，並且農糧體制之發展變遷也經常受到工業技術變革甚至整體工業社會模式之影響。此種相互支持關係在1930年代經濟危機時期再度獲得確認與強化。美國在羅斯福總統的「新政」計畫中，強化對農村的信用貸款機制，並以農糧價格穩定為前提對農村進行實質性的財政補貼
。同樣的，西歐各國也從此時期開始發展出農業保護主義，亦即農業生產補貼、限制農產進口等政策（Ingersent，1999：83）。因此本節就以歐美農糧體制之建立為分析對象，藉以說明農業與工業的相互支持關係。

前述1930年代所出現的工業社會與農業社會加速連繫過程，主要受到雜交品種玉米問世之影響，也就是帶動農業機械化快速發展。其原因在於，在此之前美國的玉米田中有各式各樣的品種，由於品種不同，不僅植株之高度不同，玉米穗之生長部位也不同，因此不利於機械化收割。所以在1938年的統計，全美國只有15%的玉米田是機械化收成的
。然而玉米雜交種由於植株性狀一致，因此植株之形狀、高度以及結穗之位置都容易獲得控制，因此大有利於農業機械化之發展。而機械自動化耕作也節省了農業人力，促使大量農業勞動力釋出進入工業部門。不僅如此，農業化學之運用也是促使農業技術現代化的關鍵因素。由於農業部門快速地以機械自動化取代人力，因此必須同時仰賴農業化學產品處理包括害蟲、雜草等問題。當然，不論是農業機械之購買，或是必備的殺蟲劑、除草劑、肥料等，甚至是每年必須更新一次的雜交種子，都是藉由農村信用貸款機制加以維持的。玉米雜交種最早出現於1926年，於1950年代開始普及，到了1980年全美國99%的玉米都是雜交品種。而因此迅速增加的玉米產量，也都為飼料產業所吸收（Kloppenburg，1988a：125）。此種農糧生產體制使農村渡過了經濟危機時期，也使農業化學產業成為最有利可圖的事業。因為農業化學產品比起種子事業而言，不僅受到專利權保障而且沒有農民自行留種阻斷商機之困擾，且相對於農業機械業而言，其產品週期可更加迅速替換，因為害蟲與雜草的抗藥性一旦出現，就可以販售更新的化學產品，因此獲利更為可觀。此所以農業化學產業其後變得財力雄厚足以併購種子產業的原因。

此時期的歐美農糧體制逐漸經由此種機械與化學農業技術而融入了當時的工業社會模式之中，亦即所謂「福特主義」(Fordism)工業社會。所謂福特主義工業社會主要包含以下四項特徵：

1)勞動過程(the labor process)

福特主義是一種透過對勞動過程之技術與社會分工，而達到大量生產標準化產品的架構。此種大量生產能力主要取自泰勒生產線概念之運用，也就是對裝配作業線之緊密規劃，並指定勞工從事特定工作步驟。雖然表面上看來此種生產線對每位勞工進行嚴密的分工，但由於是半自動化的生產線，因此其實每位勞工的角色是可相互替代的，並非真正的技術分工。所以在福特主義工廠中之勞工只能算是半技術勞工。

2)資本積累體制(the regime of accumulation)

作為一種資本積累體制，福特主義主要是以大量生產與大量消費並行的體制達到經濟成長。其經濟成長之邏輯為，透過大量生產下的規模經濟達到實質之生產力成長，並因為生產力成長而增加所有勞工之薪資，薪資增加則帶來更大的消費能力，此種消費能力提升就消化了大量生產所需要的市場
。企業藉此獲得更大利潤，並進行技術與設備投資以進一步提升其生產力。此種良性循環並非自然而然生成的，而是透過某些政策干預而維持其運作。

3)調節模式(the mode of regulation)

要維持前述良性的循環有許多條件，也就是制度性的調節因素。例如大企業對其內部工會之承認，以及透過與工會之薪資協商達到薪資之提高。因為薪資乃是作為生產力提升與產品物價之間的指數，如果生產力提升後薪資未跟隨提高，則產品將因為大眾之購買力有限而出現滯銷。相對的，如果生產力未提升而薪資卻持續升高，則是企業之經營將出現困難。因此，在福特主義工業社會中，工會之協商權獲得資方之承認，並發揮相當之影響力以維持此種良性循環。在採行統合主義(corporatism)精神的歐洲國家，工會更是國家財經政策不可缺席的參與者。歐洲國家的共產黨以及社會主義政黨等代表勞動階級的政黨，也是在這樣的政治經濟背景下獲得進入體制的機會（Roobeek，2001：138-163）。

4)社會化模式(the mode of societalization)

如何確保勞工將薪資用於消費，將是此種良性循環的關鍵，也是企業預期利潤而願意繼續投入技術研發提升生產力的關鍵。因此福特主義更牽涉到一種社會化的模式，也就是消費文化的誕生。透過對「美國式生活」(American way of life)此種觀念之傳揚，諸如汽車、電視、洗衣機、冰箱以及家庭旅遊等都成為每個家庭追求的價值觀。

另一方面，為了增加民眾消費之意願，國家必須提供基本的失業及退休保障，亦即透過社會福利體制鞏固福特主義所需要的大量消費結構。然而由於美國自立憲以來並沒有「建立大有為政府」的政治傳統，因此並未真正形成完整的社會福利體制。只有在西歐國家因為社會主義政黨之影響而發展出完整的社會福利制度。總之，社會福利國家與福特主義工業社會並不是互相矛盾的體制，反而是歐洲式福特主義維持其資本積累所需要的社會機制（Roobeek，2001：144）。

此種福特主義工業社會影響下的歐美農糧體制也扮演了生產與消費的兩種功能。一方面農糧體制以政府的信用貸款體制及保障價格機制為基礎迅速進行機械化與大量使用化學藥劑，成為此類工業產品的消費者；另一方面農糧體制由於產量提升以及勞力精簡化，因此供給工業社會所需要的勞動力以及糧食（Friedland，1991：173-185）。自此以後，農業活動也正式脫離自給自足之時代，逐漸走向在生產與銷售層面上對工業集團的依賴體制。
然而此種福特主義的工業社會模式在1970年代開始面臨許多挑戰，包括生產力之成長趨緩以及大量生產後之面臨消費力不足等。同樣的以大量生產為其特徵的農糧體制，也開始面臨幾項發展危機，簡言之就是生產過剩危機以及環境污染危機。大量生產的農糧體制所產生之生產過剩問題，加上這些工業國家已建立的農業補貼制度，致使這些國家開始面臨嚴重的財政壓力。但如果要推行農業減產則不僅違反農業資本家的利益，也會流失農民選票
。因此解決此壓力的方法唯有重新打開國際農業市場。此所以美國從1985年開始主導烏拉圭回合談判中之農業貿易議題，目的就是重新架構國際農產貿易體系，確立農產自由貿易制度。這樣的努力方向才是與農業資本家的利益相符的。舉例來說，在烏拉圭回合談判初始，雷根政府的貿易代表Clayton Yeutter，不僅是位農業經濟學博士，而且曾任職於農業部，是力主農業自由貿易的代表人物。而談判代表團中負責農業談判的Daniel G. Amstutz，更是曾經擔任美國最大農產貿易商Cargill的高階主管職務者（Avery，1993：42）。凡此種種皆說明了美國政府與農業資本家「攜手」開拓海外市場的企圖心。

另一方面，現代化農業的環境污染問題，所引發之整體農糧體制正當性危機，對於前述農業化學產業而言將是更大的發展威脅。不僅農藥對環境造成嚴重傷害，肥料之過度使用也使土地日漸呈現貧瘠（鹽鹼化），並且污染了飲用水源。知名美國作家瑞秋．卡森在1962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一書
，就對殺蟲劑之使用對環境的傷害提出指控，並因此影響美國環保運動之發展。至此美國綠色革命典範下之農糧體制，其正當性已經廣泛受到質疑。除了農藥與肥料對環境之影響外，由於大規模機械化耕作之需要，美國之農業風貌逐漸走向極端單一化之耕作形態(monoculture)。此種耕作形態迥異於傳統多樣化的品種交雜風貌，雖然有利於進行現代化耕作方法（例如特定品種配合特定之農藥、肥料以及機械規格），但卻造成整體生態環境之脆弱。因為農藥之長期使用會使害蟲產生抗藥性基因，一旦抗藥性昆蟲出現，則所造成的蟲害損失將是全面性的。由於單調化的生態風貌阻絕了對害蟲之自然天敵的生存空間，農業化學業者必須研發出新的農藥加以抑制，於是形成惡性循環關係，使農藥之毒性越來越強。此外，某些病毒或病菌之出現也會造成類似結果，因為廣達數十甚至數百公頃之農田都是單一品種作物，因此造成同時受害之嚴重損失（Altieri，1998：61-66）。因此某些團體開始提倡有機農業運動，標榜無農藥，拒絕使用化學肥料等，雖然尚未發展出確實有效的替代性生產體系，卻是對農業化學業者的一大警訊。本文下節之分析將指出，農業生物技術在此期間的發展正好成為農業化學業者積極轉型尋求市場鞏固的契機。

2.3.2.農業化學產業之資本轉型

農業生物技術近年來發展迅速，相關產業也吸引大筆資金投入，成為所謂最具前景的新興熱門產業。尤其農業化學界跨國公司更是大舉投資農業生物技術產業，並迅速尋求商品化實現利潤。這些公司包括Monsanto
、Du Pont、Novartis
、Aventis、Dow等，本節將分析此類跨國公司進入農業生物技術之政治經濟脈絡及目前整體農業生物技術產業之發展情形。

所謂農業化學界跨國公司，乃是指在現代機械化農業時代中興起的大型企業集團，其經營基礎為石油化學工業相關技術。現代農業乃是一種高投入、高耗能的產業，必須投資大量的化學肥料及農藥（殺蟲劑、除草劑），而此種農業技術之普及於全球，不僅對環境生態造成污染破壞，同時也成就了這些農業化學集團之豐厚利潤。由於環境污染問題從1960年代開始引發許多憂慮，並且出現「有機農業」運動，希望回歸低耗能、與生態系統共生的農業技術。此種發展不僅是挑戰了現代農業技術的正當性，對於這些農業化學業者而言，也是其經營前景的一大隱憂。而農業生物技術之出現，卻正是其企業經營轉型的契機。此正足以說明這些握有大量資金，又對農業技術相當熟悉，掌握整體農產業(agribusiness)經營技術與企業脈絡的跨國公司為何積極投入農業生物技術產業。但另一方面，這些跨國公司投入並主導農業生物技術產業之發展，也決定了農業生物技術之技術面發展取向如何。


農業化學界跨國公司進入農業生物技術產業之過程可略述為以下三個步驟。首先是從1970年到1980年之間大舉併購種子公司，使種子研發業與農業化學產業結合為一。其次是以R&D合作契約與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合作，亦即提供資金給有潛力之研發公司，以便將來獲取其研發成果。此過程中多半也與各大學生物科系以學術合作名義建立合作網絡
。第三則是併購某些財務出現困境的小型生物科技公司，使該公司擁有的關鍵技術及智慧財產權歸屬於這些跨國公司。必須強調的是，在現今科學分化極端細緻的情形下，研究DNA的分子生物學家本身並非植物學家或動物學家，更非農業專家，因此運用DNA重組技術以發展農業生物技術勢必要結合分子生物學家及動植物學家，並加上作為農業經營者之市場概念，此點使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具有複雜企業網絡之特性，亦即透過大企業與小企業間之技術分工而構築出各種成果。另一方面，由於DNA重組技術之研究需要相當高之研發成本，主要包括高科技設備投資以及耗時的研發過程帶來的人事成本等，因此原本規模不大的生物技術研發公司就必須取得足夠的資金才能確保研發成果之到來。因此擁有大量資金並熟悉農業經營的農業化學集團就特別具有進入此產業的優勢。

舉例而言
，Monsanto公司在1996年仍是全球第四大化學產業集團，但其在1997年把價值30億美金的化學產業部門獨立出去自行成立新公司，而母公司本身則花費80億美金進行併購各家種子公司及農業生物技術公司。類似情形也發生於德國的化學公司如Hoechst、Bayer，更明顯的例子則是Du Pont。該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化學產業集團，但在1998年5月賣掉集團中位居全球第九大的石油公司Conoco，以籌措資金進行農業部門的收購計畫。該集團原本握有全球第一大種子公司Pioneer Hi-Bred International的20%股權，但在1999年3月15日則宣佈將以77億美金收購此種子公司剩餘的80%股權，可見該集團亟欲轉型進入農業領域之企圖心。

前述農業生物技術發展範型可以從最早出現的基因轉殖技術商品，亦即rBST之商業應用過程為首見案例加以具體分析。在1976年設立的Genentech公司，是全世界最早出現的完全投入基因轉殖技術研發之企業，其投資創設者包括加州大學教授Herbert Boyer在內。該公司在1977年開始接受Monsanto之資金，以研發藉由大腸菌製造之基因轉殖人類生長激素(recombinant human growth hormone，簡稱rhGH)為目標（Kenney，1986: 138）。rhGH原是做為醫藥品之用途，但相同的技術也可以生產出其他種類的生長激素做為農業用途。Genentech與Monsanto在1979年就推出了基因轉殖牛體生長激素(recombinant bovine somatotropin，簡稱rbST)，一樣是從大腸菌製造得出。rbST之使用可增加乳牛之出乳量10-25%，並已通過農場之藥效與安全性試驗，取得美國政府之商品化許可。然而，美國及西歐國家自1970年代以來即面臨牛乳生產過剩之問題，必須動用政府財政對乳牛業者給予價格維持的補助金，並因此導致歐美各國政府龐大之財政負擔。在此種情勢下，rbST首先之商品化市場只能選擇蘇聯及東歐地區，直到1994年才開始在美國市場進行商品化。然而美國乳牛業者普遍使用rbST之後，開始發現此藥劑會使乳牛容易罹患乳腺炎，因此業者多數使用抗生素加以抑制。抗生素之使用卻極可能殘留於牛隻生產之牛乳中，因此引發消費者之疑慮，進而導致美國與歐盟針對牛肉進口問題的貿易爭端。

從前述案例之發展過程可知，農業生物技術產業是一種結合學術界、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和大型化學界跨國公司的合作企業網絡。然而該技術之研發與應用並不能脫離整體社會經濟情勢，1970年代末期歐美國家仍受困於福特主義大量生產模式的惡果，因此做為以增加產量為宗旨的該項技術，並未能立刻進入市場。正如前述，現代農業生產體系面臨的問題主要是對環境生態的嚴重破壞，因此唯有以解決此問題為訴求的新技術才比較可能獲得市場之肯定，此種社會經濟結構加上化學界跨國公司之積極介入，預示了其後農業生物技術應用面之走向。以下即以近年來種植最普及的Roundup Ready大豆、棉花品種以及Bt玉米品種為例，說明此種農業生物技術發展典範的初步結果以及可能引發的新問題。

Monsanto公司所銷售之農作物除草劑在1978年時已經擁有全美國58%的市場，其中主要產品包括Roundup之年營收為5億美元，Lasso之年營收為2億美元。且該公司在農業化學領域之利潤在1982年時合計已高達公司總營收之80%。面對現代農業之環境污染問題時，過度依賴農業化學業營收的Monsanto公司必須思考，如何維繫這些除草劑產品的高報酬率，而農業生物技術之結合應用就成為其解答，因此該公司從1970年代中期起就積極投入農業生物技術之合作研發（Kenney，1986: 212）。

除草劑之使用若過量則會傷及作物本身，最佳使用方式是選擇對象施用，只針對雜草而盡量不觸及作物，但這會降低農業經營之效率。且無論是減量使用或是選擇對象使用，其有限制之使用量都將侷限Monsanto公司之農業化學產業成長。為解決此問題，該公司於1995年正式推出Roundup Ready大豆品種，並於1996年推出Roundup Ready棉花品種。這些作物具有抵抗除草劑毒性之能力，但僅限於Monsanto所販賣之Roundup除草劑，因此種植者必須配合使用該公司之除草劑。事實上，該公司在販賣種子給農家時即與其簽約，限定其必須使用此種除草劑，並允許Monsanto隨時進行田間查驗（Middendorf，1998: 88）。透過此種新種子產品之推出，Monsanto讓該公司除草劑之市場前景進一步獲得確保。

另一家重要的化學公司Novartis在1995年則推出宣稱可減少殺蟲劑使用量的Bt玉米品種，其商標名稱為KnockOut。此品種係將有殺蟲效果之細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Bt)其中之基因植入玉米種子，則食用該種玉米之昆蟲就會死亡。自從此類以抗除草劑或自體殺蟲特性為主之基因轉殖作物品種推出之後，市場與輿論反應相當兩極化。毫無疑問的，此類產品在農作市場上之種植比率持續升高，然而全球環保人士及歐洲為主的消費者卻對此類作物充滿疑慮，主要係因其對環境生態以及食用安全性可能之危害。

農業生物技術是否能作為解決現代農業問題的替代性技術，須視其所生成發展之政治經濟背景而定。然而目前看來，在前述政治經濟背景下所發展之農業生物技術與商品架構，不僅無法真正解決現代農業的環境問題，反而可能使問題變得更棘手。以Roundup Ready品種而言，該項作物本質上就不是為了減少除草劑對環境之污染所發明，而是為了加強除草劑之使用以符合該公司之商業利益，因此該項作物對環境之影響應是負面多於正面，甚至可能因為自然界之基因轉移效果，使抗除草劑基因轉移到作物近旁之雜草，進而衍生出「超級雜草」(super weed)。另一方面，Bt玉米雖然可以有效降低殺蟲劑之使用量，但可能引發更多問題。首先是某些害蟲已經逐漸發展出抗Bt毒性的基因，廣泛種植此類品種之玉米可能會加速此類害蟲之演化速度；其次則是已有研究顯示此類作物內含的毒性可能殺死其他有益農作的昆蟲，如此則將造成生態系非預期之影響（Altieri，1988：68）。另一方面，Bt菌是目前有機農業種植者所普遍使用的生物防治法，，而前述Bt玉米之廣泛種植所促發的病蟲抗藥性問題，就可能進一步危害了有機農業的發展空間
。由此可知，當前農業生物技術產業之實際走向並未真正回應歐美農糧體制轉型之需要，亦即未能有效解決現代農業技術帶來的環境生態污染問題，充其量只是讓相關農業化學企業更進一步鞏固其市場而已。
雖然農業化學集團透過投資與併購企圖轉型成為農業生物技術集團，但此種轉型必須面臨外在環境之影響。當前主要影響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的兩大因素，分別是智慧財產權體系之演變與重新建構，以及市場對生物技術產品之接受度與各國政府相應之管制措施。目前這兩項因素分別成為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發展之正向與負向力量，可以說如果不釐清此兩種發展趨勢，就無法正確評估農業生物技術產業之發展前景以及其發展模式與社會影響。正因如此，本論文第三章及第六章就分別針對農業智慧財產權體系之發展變遷，以及農業生物技術之食品安全管制問題進行更深入之分析。正如本論文2.2.1.所強調，目前農業生物技術之產業環境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使該產業已經不像幾年前一樣可以完全樂觀看待，相關產業集團也已經漸漸出現財務困境，必須透過與獲利更穩健的集團之相互併購才能繼續其在農業生物技術產業之投資。由此可見，我國雖然也強調發展生物科技產業之企圖心，但不應過度輕忽產業環境之風險與不確定因素，此所以本論文將針對智慧財產權與食品安全管制兩大議題更深入分析之原因。

2.4.農業生物技術對發展中國家之意義


從生態政治學的觀點來看，糧食問題絕對是個政治問題，只不過這個政治問題並不是單面向的以解決飢餓作為唯一目標，而是有著極其複雜的面向，涉及農業生產、資源分配、人口成長以及生態保育等現代社會所經常關切的多重問題，需要各領域學科知識的全面觀照。同樣的，本文認為對農業生物技術發展的觀察脈絡也不可能脫離此種複雜的多重面向。所以本論文將先以發生於1960年代的綠色革命為一個檢證案例，說明此處所強調的糧食問題多重面貌，並進而在次節中以此觀察脈絡為基礎，檢討所謂農業生物技術作為第二次綠色革命具有何種意義，以及存在的諸多侷限。


所謂綠色革命主要係指從1940年代開始由洛克斐勒基金會所發起在墨西哥進行小麥育種，一直發展到1970年代由國際育種機構在亞洲所進行的稻米品種改良，主要成果在於糧食作物產量的大幅提升，台灣也是其中的受惠者。然而目前學界已經出現不少對綠色革命的批判觀點，同樣可以提供我們更客觀地理解綠色革命意義之可能性。


對綠色革命的最常見批評就是對其技術架構之批評以及相應的此種技術對環境生態與農村社會的影響。綠色革命在農業產量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其高產量卻是建立在許多前提條件上，包括最適灌溉系統、大量使用化學肥料、單一品種耕作(monoculture)、以化學藥劑控制蟲害等。如前所述，此種所謂現代化學農法對環境有多種層面之影響，包括在地作物品種消失、害蟲出現抗藥性、土壤變得貧瘠、化學藥劑殘留之毒害等等。不僅如此，高成本投入與高耗能的農業型態很快地改變了亞洲國家的農村社會，擁有資本或大土地的「現代化農民」可以企業化經營其農場的同時，機械化耕作逐漸取代了佃農或小農戶在農業生產中之角色。正如本論文前節所分析，化學農法之技術架構及其侷限其實和當代農業生物技術之出現有極大之關聯性，此點不僅對於歐美國家而言是如此，就是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農業生物技術之發展也同樣是根源於綠色革命中的化學農法之影響。

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在1999年4月出版之期刊即以農業生物技術為專題，並稱之為「第二次綠色革命」(The Next Green Revolution)。自此以後，第二次綠色革命正式與農業生物技術劃上等號。本文認為，稱其為第二次綠色革命，其實有兩層意義，其一就是在歐美等國經歷過第一次綠色革命後，亦即以高產量品種配合大量農藥與肥料之使用所建構的現代化農業技術，已經面臨整體農糧體制之危機，此種危機有待農業生物技術加以解決，亦即作為替代性的農業技術；其二則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並未受惠於前次綠色革命，因此至今仍面臨嚴重的飢餓問題，農業生物技術被期待可完成此未竟之事業，亦即作為補充性的農業技術。本文已經檢驗過第一項命題，發現其實農業生物技術之發展在歐美國家而言其實並未朝向解決環境生態問題而發展，而是站在鞏固農業化學產業之市場前景的路線上。本文將進一步分析前述第二項命題，亦即農業生物技術是否能確實回應發展中國家之需要？
2.4.1.綠色革命之政治意涵

糧食所具有的政治意義非常特別。當糧食供應穩定時，食物與農業只是農民及少數知識份子談論的話題。當糧食供應不穩定時，所有人都突然對食物與農業產生了興趣。當食物短缺時，其他話題就不再出現了。正是出於此種反覆無常的特性，我們可以理解在二次大戰後農業育種計劃突然變得如此重要的原因。因為戰爭期間對所有國家的糧食生產都造成嚴重衝擊，尤其軍用人力的徵調使許多農田都荒廢，而戰爭對交通運輸的阻礙也是直接導致糧食問題的主因。因此戰後各國不僅在政策上要鼓勵農民積極生產，透過育種計劃有效提高產量更是具有極高政治意義的活動。


而所謂「綠色革命」本質上是一種農業技術的發展以及傳播，對此一農業技術之發展過程以及傳播過程或其動機之理解，也必須以前述糧食的特殊政治地位為基礎。目前對此問題最成功的研究莫過於John H. Perkins於1997年所發表之著作：「地緣政治與綠色革命」一書。Perkins的分析指出，育種科學之所以從墨西哥的小麥育種工作擴大發展到全球性的，尤其針對亞洲需要的稻米育種工作，主要是出於冷戰結構下的美國國際戰略需要。此種國際戰略觀點深受馬爾薩斯人口理論之影響，也就是認為人口增長將會導致糧食不足以及戰爭。當美國的國家安全決策圈面臨與蘇聯對抗的冷戰局勢時，最關切的問題就是如何遏止共產主義勢力在美國盟邦中滋生與壯大。這些決策菁英相信，發展中國家的人口過剩所引發的飢餓問題，將會引起政治動盪，並且因為共產主義能給貧窮人民解放的期待與夢想，因此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貧窮人民特別具有吸引力。一旦共產黨勢力崛起，就會進行政治上的叛亂，進而使美國失去其在該國的外交上利益。為了避免此種演變，美國科學界當然應從解決這些國家的飢餓問題著手（Perkins，1997：161）。


在這樣的政治經濟脈絡下，糧食成為一種武器，一種與共產主義對抗的工具，而育種家的政治地位無疑地將會大大提高，因為他們的成就將會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重大貢獻。舉例來說，在墨西哥育種計劃中最重要的育種科學家之一Norman E. Borlaug就於1970年以其在小麥品種育種上的成就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事實上，面對飢餓問題以及經濟發展問題，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相信育種科學是必要的工具。1940年當美國農業部長兼副總統候選人的Henry A. Wallace參加墨西哥總統就職典禮時，就提出他的觀察發現，在墨西哥無論是左派或是右派，只有對發展策略的歧異，但對農業發展之重要角色的看法卻是一致的（Marglin，1996：185-247）。這種發展策略歧異在冷戰結構的東西兩大集團間主要是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爭論，在發展中國家之間則是加入世界經濟分工體系或切斷經濟依賴關係走向獨立自主經濟的爭論，然而卻都不能否定農業育種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也正因為所有發展中國家都相信農業育種之重要性，因此使美國在國際間進行的農業育種研究計劃受到各國歡迎，並且順利地成為美國介入各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方便管道（例如土地改革等政策）。


產量是綠色革命最關切的議題，因為產量提升理論上可以解決飢餓問題，因而可以達成主要國家之政治目的。然而以提升產量為唯一目標的農業技術卻也帶來許多負面影響，其中最受批評的就是其對環境生態的影響。此類批評大致包含以下幾個層面，並且是彼此相關的問題。首先就是農業化學包括農藥、肥料所造成的土壤與水源污染問題，此部份本論文前已述及，此處不再多做說明。另一項在發展中國家更明顯與獨特的問題，就是原本在地的作物品種逐漸被現代新培育品種所取代，所導致作物整體基因結構過於單一化的問題，此現象對整體環境生態之影響可能更為深遠。本論文第四章將針對作物基因多樣性之維持對於農業育種研發工作的重要性詳細說明。


總體而言，綠色革命之後糧食生產是大幅增加了，但卻是有代價的。第一、農作物品種數目明顯減少了，因為少數雜交農作物品種取代了大量基因成份迥異的在地作物品種；第二、這些新品種本身需要大量灌溉、化肥及農藥以維持其生產力，因此加深了發展中國家農民對工業先進國家之依賴；第三、農作物品種數目減少導致抗災能力減弱，大量使用水資源及化學品引起環境破壞及資源耗盡疑慮，因而引發國際社會對一個新議題的討論，也就是永續性的概念(sustainability)。除了本論文曾經提到的「寂靜的春天」一書對農藥之危害提出批判而引發諸多迴響之外，著名研究機構「羅馬俱樂部」在1973年出版的「成長的極限」一書也引發公眾對於資源耗盡問題的恐懼。該書出版期間正巧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因此有生態意識的人們開始認為當前這種利用礦物燃料發動農業機械以及生產化學肥料和農藥的農業技術架構，很可能是一種不可永續的技術。

2.4.2.飢餓的政治經濟學


儘管有前述綠色革命的歷史，將工業先進國家的農業技術擴散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因而帶動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產量提升，然而全球範圍的飢餓問題並未因此而解決。為了進一步解決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飢餓問題，因此國際間對於飢餓問題的成因也就出現許多討論。本文認為，如果要將農業生物技術發展的意義連結到解決全球飢餓問題的目標上，則必須先釐清當前全球飢餓問題的根本因素，才能界定此兩者之關係。


探討飢餓成因的一般性觀點大多將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奉為圭臬，然而馬爾薩斯的理論卻也可能遮蔽了我們對問題的正確理解。簡言之，馬爾薩斯認為人口增加超過糧食增加速度，是導致飢餓問題的根本原因，而由於此種現象不可能避免，因此人口問題最終只能藉由戰爭等悲慘的手段加以解決，使人口與糧食重新達到平衡。此種觀點不僅忽略了人口增長之政治社會因素，也過度強調了糧食產出之決定性影響。事實上隨著教育普及與經濟富裕，工業先進國家的人口數卻是不增反減的，反而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口仍舊快速增加。由此可見，人口增加速度並非不能控制的，只是需要更好的經濟與社會條件配合。另一方面，糧食生產增加也不足以解決飢餓問題，更重要的是糧食的分配問題，這是馬爾薩斯理論所無法說明的。


如前所述，前次綠色革命基本上就是以馬爾薩斯理論為基礎的發展策略，但其結果是儘管全球糧食生產量增加許多，但仍有許多地區的人民面臨著飢餓與死亡的威脅，致使綠色革命仍留有未完成的目標。對綠色革命的爭論也就圍繞著這一議題而出現許多見解。


簡言之，對綠色革命所遺留問題的主要觀點可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技術突破論的觀點，認為綠色革命的技術不足以滿足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需要，因此亟待農業研究機構發展出更新的農業技術，例如農業生物技術之運用，以使發展中國家獲得更大的利益；另一類觀點則是政治經濟結構論，此點可以印度經濟學者，同時也是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者得主Amartya Sen之授權理論(entitlement theory)為代表，此觀點強調飢餓問題有其政治經濟成因，不是單純以農業技術發展或產量增加即可解決。本節將以分析此兩種觀點為主題，作為釐清農業生物技術與發展中國家飢餓問題關聯性之基礎。


就技術突破論者之觀點而言，前次綠色革命所發展之農業技術屬於高資本投入與高耗能的化學農法，雖然產量有效提升，但卻必須有周邊環境配合，例如購買肥料、農藥，以及建設完整的水利灌溉系統等。這些相關條件對於貧窮與建設落後的許多非洲國家而言是無法獲得的，因此這些農業技術也就成為可望不可及的。另一方面，非洲與南亞國家近年來人口增加速度確實成為其飢餓問題的主要成因，在無法有效降低人口增加速度的前提下，唯有農業產量之有效提升才能解決飢餓問題。


以FAO所作的實證統計為例，東亞國家與南亞國家雖然都受惠於前次綠色革命之農業技術，但對於解決飢餓與營養不良問題卻有不同程度的成果。根據1992年的統計，東亞國家每人每天攝取的熱量已在20年間從2050卡增加到2670卡，這使得該地區營養不良人口比例從41%降低到16%，就絕對數字來看則是從4億6千8百萬人減少到2億6千2百萬人；相對的，南亞國家在相同期間則是每人每天攝取熱量從2060卡增加為2300卡，營養不足人數之比例則從33%降低為22%，但人數絕對值卻因為總人口數大幅增加而從2億3千3百萬增加到2億5千萬人。由此可見，人口增加迅速已經相當程度抵消了新農業技術為南亞國家帶來之成果（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2000：37）。


如果我們認為農業生物技術可以被期望對前述問題做出適當回應，那就是認為農業生物技術可以發展出更有效地在非洲以及南亞國家增加糧食產量的方法。我們確實不能否認此種技術之無限潛力，然而目前已經被商品化的各項農業生物技術產品，例如目前基因轉殖作物的最普遍種植項目，也就是抗除草劑黃豆以及Bt菌轉殖玉米及棉花等作物，其實並沒有回應發展中國家之需要，而是為了更積極拓展其在農業領域之市場。因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新農業技術乃是針對增加作物抗旱性、土地鹽化耐性等，然而這些技術的難度較高，且其研發利益顯然僅及於發展中國家，對於工業先進國家之農業並無直接助益，因此農業生物企業集團並未將此領域視為其研究方向。相對的只能期望透過國際農業研究機構以非營利的觀點對此領域加以重視。關於此部份之研究與困難，本論文第四章將進一步探討國際農業研究機構在進行國際農業研發合作時可能面臨到的智慧財產權問題，而此問題就是起源於農業生物技術企業基於商業利益對發展出之智慧財產權策略。

另一方面，不可否認有某部份藉由農企業集團研發之基因轉殖作物也可能對於發展中國家產生利益，雖然這樣的利益仍有待實證加以檢驗。在此以黃金米及Bt棉花為例分別探討之。首先探討Bt棉花案例，這是目前為止唯一向印度政府提出申請核准種植的基因改造作物
。棉花是印度最重要的經濟作物，當然也是許多農民賴以為生的作物。然而從綠色革命以來，棉花就一直因為其蟲害問題嚴重，所以必須依賴大量的農藥以維持產量。據統計，印度每年有50%的農藥是使用於棉花種植上，而農藥之成本也成為棉花種植農的龐大負擔，因為隨著害蟲抗藥性之增強，農民必須購買更新的農藥，並且為此而舉債，此導致許多農民因為無力負擔而陷入生存困境
。究竟新核准的基因轉殖棉花能否解決此種惡性循環，抑或者更可能因為基因污染之擴散效果而使更多農民被迫必須購買此種棉花品種，進而使該種子公司將農藥費用附加於種子之上，形成對農民更直接的剝削？由於印度政府於今年才剛核准通過該項作物，因此其對經濟社會之影響尚無法預料，不過已有許多印度學者及團體強烈反對該項措施，並強烈質疑印度政府並無足夠的專業能力控管該作物之生態風險，因此可能造成更大的生態危機。

黃金米的案例更是充滿爭議性，並且其中涉及不僅農企業集團，也涉及國際農業研究機構之角色問題。所謂黃金米係指一種由歐洲科學家所研發成功，將外來基因轉殖入某稻米品種中，因而導致該稻米可產生大量的胡蘿蔔素，有助於改善食用者對維生素A之攝取。擁有該項主要技術的歐洲生技公司AstraZeneca宣佈將該項技術授權給「國際稻米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IRRI)進行進一步研究，以其作為解決目前許多貧窮兒童的健康問題之方法。

欲理解此項技術解決問題之可能性，必須先界定該問題之性質。據WHO之估計，目前全球每年約有35萬名兒童因為飲食中缺乏維生素A而導致失明
。諷刺的是，這其中最大多數的兒童是居住於南亞國家的，而南亞一向是水果與蔬菜種源最豐富的地區，這些蔬果對於解決維生素等營養問題有著最關鍵的功能
。因此有批評者就指出，此種營養不良問題的根本成因就在於綠色革命所導致的單一化耕作型態，也就是南亞國家過度地將農作集中於糧食作物以及可供出口的經濟作物，導致多樣化的蔬菜水果類作物種植面積減少，貧窮民眾更是無法購買此類蔬果。

如果說這是綠色革命所導致的結果，那麼作為第二次綠色革命的農業生物技術，是否可能透過黃金米的研發一舉扭轉此種錯誤呢？不可否認地，黃金米技術已經被農業生物技術產業視為提升其正當性的重要利器，因為該項技術宣稱了可透過基因轉殖科技解決營養不良問題，並且也獲得國際非營利農業研究機構的背書支持，因為IRRI目前仍積極研發與試圖推廣該項技術運用於南亞國家。然而，黃金米並不是解決營養不良問題的萬靈丹。據指出，食用300公克的黃金米，也只能提供一個成人一天所需要維生素A的20%，雖然兒童所需要的維生素比成人較少，但一天食用300公克的米，對兒童來說是太多的，在菲律賓，學齡前兒童平均一天的稻米食用量僅150公克。換言之，黃金米就算真能推廣，也只能提供兒童每天所需維生素A的10%，根本不足以解決問題
。

除此之外，由於農業生物技術相關研發涉及的技術與基因項目非常多，有關黃金米的技術也並非以AstraZeneca一家公司所擁有的技術專利即可研發完成，根據FAO之報告指出，開發黃金米將涉及七十種技術與基因材料，而其相關專利權則分別屬於三十二個不同團體
。換言之，無論黃金米是否能有效解決或改善發展中國家兒童的營養問題，即使該項技術充作農業生物技術產業之正當化宣傳工具，毋寧也是凸顯出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受到智慧財產權控制的局面，而此種發展趨勢對於國際非營利農業研究機構將會形成何種實質限制，本論文第四章將進一步探討。

從前述分析可知，農業生物技術目前的發展方向實在無法滿足技術突破論者之期望，亦即單純寄望農業技術之突破其實並不足以解決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飢餓問題。因為糧食的生產與糧食的分配或取得問題乃是兩個層面的問題，從馬爾薩斯理論所發展出的綠色革命典範或第二次綠色革命說，僅僅從糧食生產面著眼，並未能確實掌握當前國際間普遍存在的飢餓問題。對此，本論文認為應從政治經濟結構的角度出發才能對飢餓問題提出解決之道。目前在相關論述中尤以印度經濟學者Amartya Sen所提出的授權理論(entitlement theory)最具影響力，也深具討論價值。

Sen的理論指出，貧窮的根源在於能力的剝奪(poverty as capability deprivation)。收入的低落固然是貧窮與飢餓的主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整體政治經濟體制將個人取得資源的能力剝奪了（Sen，1999：90-92）。換言之，我們能吃到什麼是取決於我們能得到什麼。單是讓糧食在經濟或市場中出現並不能保障每個人獲得去消費它的權利。因此，解決飢餓問題的根源在於解決貧窮問題，也就是提高每個人取得資源與糧食的能力。為此，Sen提出許多建設性的計劃，例如政府應提供更多有薪資的公共勞務機會，讓更多人獲得基本收入。為此，政府應該對市場進行更多的干預，因為在完全自由的市場機制中並不能保障每個人獲得工作，政府適時的介入則可以彌補此種不足。Sen的政策建議在印度經過施行後獲得相得的成果
，這也是使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原因。授權理論在解釋飢餓問題上提供了清晰的洞見。簡言之，如果寄望以農業生物技術之發展作為解決飢餓問題的方法，則必須同等重視的就是該項技術如何適度移轉於發展中國家，俾使有利於該等國家之農業與經濟發展。從更大的範圍而論，農業生物技術的利益分享問題(benefit-sharing)不僅於技術移轉，尚且包含其他財務上與非財務上的援助，這些都是當前受到國際矚目的議題
。

雖然我們不應全盤否認農業生物技術對於解決飢餓問題所具有的潛力，但其頂多只是整體解決策略的一個環節，並非唯一的或必然最重要的解決途徑。以農業生物技術所能促進的產量提升作為發展中國家農業之機會，必須面對的是諸如乾旱、土壤貧瘠、特殊蟲害等問題，而企圖以作物改良方式適應此種惡劣環境涉及多種基因之表現，而非如抗除草劑作物或Bt作物一樣只有一種基因之表現即可決定，因此可能需要更長期的研究才能獲得成果。另一方面，農業生物技術之研發過程必須謹慎面對生態安全性問題，否則可能反而引發生態災難，進而深化當前的全球糧食問題，因此我們不能完全寄望於農業生物技術之直接助益。

在此前提下，國際團體毋寧更加強調的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機會之提高。簡言之，就全球範圍而言糧食生產應該是足夠的，目前只是糧食分配的問題。由於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購買力嚴重不足，因此無法獲得糧食的合理分配。如果透過經濟體系的改革，加強這些國家的經濟能力，則或許飢餓問題的解決時日反倒比寄望於農業生物技術突破要來得更快
。總之，過度寄望於農業生物技術之突破，等於看到糧食生產層面的問題，卻未看清當前全球飢餓問題的本質是在於糧食分配層面上。
本論文第三章第三節並將以稻米品種之專利權爭議為例，說明國際農業研究機構雖然表明將以農業生物技術之突破作為解決發展中國家飢餓問題之藥方，但其運作之結果卻是間接促使了農業遺傳資源流入工業先進國家中之跨國企業之手，進而危及發展中國家農民之生計。這從著名的Basmati Rice一案中就可以瞭解。如果農業生物技術之突破只是解決產量問題，卻又同時更加惡化全球之經濟差距，則飢餓問題不僅無法解決，恐將進入比目前所經歷的更大之痛苦。

2.5.小結

本章對農業生物技術之技術架構與產業發展情形所主要採取之分析觀點認為，該技術之運用乃是源於整體歐美農糧生產體制所面臨危機之中，產業界所進行之轉型調整。然而此種觀點並不意味著對農業生物技術所具有價值之全面否定，畢竟技術本身之價值與該技術被運用方式之評價應是可區分的兩件事。對該技術本身之評價比較屬於科學層面之問題，但也是社會學層面之問題，因為技術所帶來之風險與該技術本身是直接連帶的關係，這也是現代社會學中之風險社會學理論所關切者
。然而本論文更關切的毋寧是該技術被運用方式之評價問題，此種評價必須立足於法律學、政治經濟學以及社會學之觀點，並且去除科技發展的中立形象，直視該技術在整體政治經濟體制中之角色。


總體而言，本章之分析強調資本力量與政治環境在農業生物技術發展過程中之重要角色。資本力量雖然近年來明顯地在農業生物技術產業中投入大筆資金，並以相互併購方式迅速建立集中化的產業型態，然而此種發展並不能僅以資本力量企圖壟斷農業生物技術產業與市場，進而剝奪農民生存自主權作為認識基礎。畢竟此種產業集中化現象如此迅速發展是在其他產業界較少見到的，所以顯示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必定具有其特殊性格。本論文就是從過去的種子產業發展歷史作為分析起點，接連探討到最近出現之醫藥與農業集團整合現象。初步瞭解該產業之特性後，我們才能進一步評估該產業所可能產生之社會影響。


簡言之，目前有關農業生物技術所可能產生之影響，無論正面或是負面意義，大致有如下幾項觀點，而這些觀點基本上都是本論文所企圖探討與釐清的主題：

1) 技術與智財權層面之影響：從1980年美國開始授與微生物之生物科技專利以來，生物科技相關專利在美國及歐盟、日本等國家有日益發展迅速，這三個國家地區並且從1983年開始建立起三邊專利協調機制(Trilateral Cooperation)，以求相關專利審查標準能達一致化目標。令人關注的是，此種由技術先進國家所主導形成的生物技術專利制度，將來若又經過國際經貿組織加以推動，是否會形成國際標準，如此一來大多數技術較落後國家如何可能充分利用該等技術所能創造之效益？

農業生物技術所帶來的智慧財產權體系變遷不僅是在於生物技術專利制度之進展，更大程度地影響到農業相關智慧財產權之發展演變。因為農業智慧財產權相關制度也是從1960年代才開始形成者，因此原本就不是已經普及於全球範圍之制度模式。但近年來由於WTO體制之所產生之促發效果，農業智慧財產權已迅速普及於許多發展中國家，此種近期的制度發展配合上農業生物技術的進展，很可能形成對發展中國家的雙重壓力，這是本論文第三章探討農業智慧財產權體系的主要課題。

2) 對農業生態之影響：現代化農業以化學及農業機械作為主要工具，因而導致土壤與生態之嚴重傷害，但農業生物技術之興起究竟是扭轉抑或是惡化此情勢卻仍是見仁見智。一方面是由於此番農業生物技術產業主要由農業化學業界主導之事實，實質上隱含了對農業化學市場擴張之意圖，更重要的是，作為農業生物技術之基礎的基因轉殖技術，目前仍籠罩在基因擴散與污染的陰影中。究竟轉殖後之新基因是否會進行跨物種的基因轉移？如何從制度層面防範此種危害發生。此種防範是否為不可能？這些正是農業生物技術與環境生態關聯性之爭論所在。

回答前述疑慮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農業生物技術與前次綠色革命之化學農業模式，究竟是相延續的同一種模式之變形，抑或是一種嶄新的技術典範？這樣的疑問不僅針對農業活動對生態環境之影響，也針對農業自身所賴以依存之物種豐富性能否存續。過去的綠色革命由於高產量品種之推廣，已經使許多在地品種逐漸被取代而出現農業基因結構單薄化之現象，這對於進一步之農業研發十分不利。然而我們即使對農業生物技術之發展嚴加防範其基因污染效果，也難保不會因為強勢品種之過度普及而進一步加深此種基因結構單薄化危機。此所以國際間從1990年代以後極為強調生物多樣性之重要價值。本論文第四章將以生物多樣性公約制定以後的國際發展，探討農業遺傳資源保育與利用如何獲得平衡之問題。

3) 基因改造食品之安全問題：本章之分析已經說明，影響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發展之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該產品之市場接受度問題。自從基因改造食品問世以來，消費者團體對此類食品所抱持之疑慮就未曾稍歇。除了前述有關生態與經濟落差之質疑外，消費者團體最關心的仍是此種不自然的食品所隱含之風險
。此種消費者疑慮所反映之直接影響就是政府之管制政策之加強，此尤其表現在歐盟與日本近期之新政策上。本論文在研究立場上並無法論斷基因改造食品之安全問題是否成立，毋寧是在此種爭議之社會脈絡下探討其所導致之管制政策以及此政策對國際經貿體制產生之影響與互動。此即為本論文第五章所分析之重點。
� 除此四種之外，番茄及木瓜也是已經完成實用化的基因轉殖作物。前者是植入使其延後熟成的基因，後者則是植入可抗病毒的基因。


� 以日本之管制模式為例，黃豆作成醬油或豆干，則因為其化學性質轉變，可以不受到強制標示規定之限制。有關各國對基因改造食品之管制模式比較，詳見本論文第五章之分析。


� 依據日本經濟新聞2001.11.15.資料，國際市場上非基因改造黃豆之躉售物價為每公噸五萬七千日圓，而未區分的產品（亦即以基因改造者為主）之價格則為五萬一千日圓。


� NFFC, Farmers’ Declaration on Genetic Engineering in Agriculture. April 1, 2000.資料見� HYPERLINK "http://www.corpwatch.org" ��http://www.corpwatch.org�. (biotechnology background articles)


� Corn Growers Submit Recommendations to USDA Advisory Committee on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資料來源同上。


� 由於單純的生物科技公司無法迅速將研發成果投入市場獲利，必須透過生物科技與農業科技結合，因此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容易被大型農業化學公司併購。其後，農業化學公司也面臨投資回收不如預期的情形，在獲利不足情形下將限制其進一步投資研發的能力，因此又尋求與其他大型的，獲利能力良好的醫藥公司合併。簡言之，在生物科技領域的企業投資必須藉由幾項已經創造龐大利潤的商品，作為繼續投資研發的本錢，而目前醫藥集團的獲利能力顯然比農業集團更好。


� The Guardian, 28 August 2001.


� 詳見� HYPERLINK "http://www.s.affrc.go.jp/docs/sentan/guide/develp.htm" ��http://www.s.affrc.go.jp/docs/sentan/guide/develp.htm�。


� 育種家權利是於1961年於歐洲成立的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UPOV)所創設之制度，該聯盟分別於1971、1978、1991簽訂新公約，目前仍是國際間有關農業智慧財產權最重要之公約。


� Ex parte Hibberd, 227 USPQ 443(1985)


� 日後其在美國之基因轉殖棉花專利，因為印度政府提出異議而遭到撤銷。


� Rafi, Pharma-gedon. Dec. 21, 1999.見www.rafi.org


� DuPont公司總裁Jack Krol曾於1998年說：「化學公司在二十世紀所生產的是沒有生命的產品，在二十一世紀，我們將生產的是屬於生命系統的產品」。


�此項修訂之相關背景請參考陳文吟(1999) 《探討修改「進步性」專利要件以因應生物科技發展的必要性—以美國法為主》，華岡法粹，Vol. 27。


� 此體制之建立主要透過1933年農業調整法(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of 1933)。關於此法案如何使美國農業生產體制與工業部門連繫的分析，詳見Martin Kenney, “Agriculture in U. S. Fordism: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roductive Consumer” in William H. Friedland eds., Towards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Technology On The Farm: Special report by an interbureau committee and the Bureau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USDA, 1940, p. 14。


� 福特汽車工廠首創紀錄給與工人的薪資高達每天5美元，這在二十世紀初是極高的待遇，但或許仍不足以與該工作內容前所未見的巨大精神壓力與體力耗損相比。


� 美國雷根政府曾於1981年到1985年間試圖改革農業政策，降低價格與收入之保證水準，但遭到國會中農民遊說團體的強烈反對而失敗（Avery，1993：41）。


� 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2。


� Monsanto經1999年併購行動後成為Pharmacia集團一部份，但因本論文所分析之時間點大多為其併購之前的活動，因此為忠於史實，仍以Monsanto稱之。


� 同樣的，Novartis也因為併購而於今改稱為Syngenta公司。本論文之分析將針對不同期間給予不同名稱。


� 有關美國之學術界（教授）如何在生物科技產業網絡中扮演居間角色，詳見Martin Kenney, Biotechnology: The University-Industrial Complex,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本節所述案例，引述自國際著名NGO組織Rural Advancement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RAFI)，1999年3月30日公報(Communique)：The Gene Giants: Update on Consolidation in the Life Industry。詳見其網站http://www.rafi.org


� 相關分析請見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網站有關Bt玉米之研究。http://www.ucsusa.org


� 唯一的例外是蘇聯的史達林政權曾經因為反對孟德爾遺傳定律，認為拉馬克學說（相信生物對環境之適應也可以遺傳）為符合馬克斯主義的正統觀點，因此取消所有育種計劃，結果卻導致蘇聯農業的一場大災難。


� 此是由MAHYCO公司所提出之申請，而Monsanto擁有該公司26%的股權。詳見India: Government Approves Use of BT Cotton. 登載於� HYPERLINK "http://www.corpwatch.org" ��www.corpwatch.org�，March 27, 2002


� 根據印度學者Devinder Sharma之研究，自從20年前第四代殺蟲劑引進印度之後，已經有超過一萬名棉花農民因為龐大負債而被迫自殺。詳見Bt Cotton: Seeds of Discontent. 登載於� HYPERLINK "http://www.corpwatch.org" ��www.corpwatch.org�，March 25, 2002


� WHO Fact Sheet No. 214, February 1999


� “Engineering Solutions to Malnutrition.”, March 2000登載於� HYPERLINK "http://www.grain.org/publications/malnutrition-en.cfm" ��www.grain.org/publications/malnutrition-en.cfm�。


� “Grains of Delusion: Golden Rice Seen From Ground.”, February 2001 登載於� HYPERLINK "http://www.grain.org/publications/delusion-en.cfm" ��www.grain.org/publications/delusion-en.cfm�。


� FAO,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n Food and Agricul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登載於� HYPERLINK "http://www.fao.org/biotech/C6doc.htm" ��www.fao.org/biotech/C6doc.htm�。


� 詳見”Hunger is Political Economy.” In Development Brief, No. 28, January 1994, The World Bank


� 目前國際法上對利益分享問題的探討主要起源於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之制定，本論文第四章將詳細討論此一議題。


� 有關飢餓問題與貧窮問題之更深入探討，可參考Amani E. El Obeid eds. Food Security: New Solu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關於風險社會學之理論，可參考顧忠華編，《第二現代：風險社會的出路》，台北：巨流出版。


� 有關反對基因改造食品之完整資訊，可參考� HYPERLINK "http://www.gefoodalert.org/pages/home.cfm" ��http://www.gefoodalert.org/pages/home.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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